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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

认知过程视角下的译者水平
与翻译策略使用研究

刘艳梅，陶李春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

　 　 摘　 要：为探究汉英翻译过程中不同水平译者在策略模式、策略种类、策
略频率、策略元素等方面的使用情况，对翻译初学者、高水平学习者和职业译

者开展实证实验研究。 综合考察译者的有声思维数据、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数据和访谈记

录等，发现译者对翻译问题的反应方式可归纳为三种：直觉模式、分析模式和

工具模式。 相较于初学者与职业译者，高级学习者使用的翻译策略种类最多、
频率最高。 结合分析翻译策略元素的使用情况可知：高级学习者关注的翻译

问题较多，但缺乏对翻译问题快速有效的决断；翻译初学者使用的策略种类较

少，多依赖于词典方案；职业译者更多关注翻译的宏观层面，且能高效解决翻

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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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翻译策略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基于实证数据和语料库的描

写研究逐步受到重视［１］。 因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差异，翻译策略在不同研究中的含义各

不相同［２－３］。 在翻译认知过程实证研究中，翻译策略通常被认为是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



中对所遇到的问题潜意识的解决过程［４－５］，该定义的核心观念是翻译策略始于译者对翻

译问题的认识，止于译者对翻译问题积极或消极的解决。 早期翻译策略研究多关注不

同水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总体表现［６－８］。 已有研究揭示，非职业译者更倾向于以词汇

为中心，忽略深度文本分析［７］；非职业译者更注重文本语言层面的形式，而职业译者更

注重文本内容方面的意义及目标读者需求［９－１１］。 随着研究的深入，翻译过程中的一些

具体策略开始受到关注，比如词汇翻译的问题［１２－１３］，词典运用策略［１４］，情感因素对翻译

策略使用的影响［１５］等。
虽然翻译策略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已有文献对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大多

止于简单描述，缺乏对译者使用策略的模式、种类、频率、差异等的深入分析。 鉴于此，
本研究对三组不同水平译者在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策略情况进行描述和

分析，具体研究问题包括：三组译者解决翻译问题的方式有哪些？ 不同水平译者在翻译

策略种类与频率的使用上有何差异？ 不同水平译者在具体翻译策略元素的使用上有何

差异？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被试与实验材料

研究招募被试 ２１ 名，分别代表三个水平的译者：职业译者，来自某知名翻译公司的

全职译员；高级学习者，某高校 ＭＴＩ 学生；翻译初学者，某高校辅修英语专业的大三学

生。 职业译者有 ５ 年以上的专职翻译经验，翻译作品达 １００ 万字以上，其 ８０％以上的收

入来源于翻译活动。 所有职业译者均通过英语专业八级或 ＣＡＴＴＩ 二级考试，成绩优良，
在正式实验之前的培训练习中平均得分 ８３ 分。 高级学习者较为系统全面地学习过翻译

理论，有 １～２ 年兼职翻译经历，翻译字数 ２ 万字左右，该组所有被试均通过英语专业八

级考试，成绩合格，在正式实验之前的培训练习中平均得分 ７９．６１ 分。 翻译初学者修读

过英汉 ／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对翻译理论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除课堂、课后练习，没
有任何社会翻译实践经验，该组所有被试均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但未参加过英语专

业八级考试，在正式实验之前的培训练习中平均得分 ７０．２２ 分。 所有被试母语为汉语，
自愿参加本实验。

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自认为有声思维只能反映其 ７０％以下大脑活动的数据和累计

沉默时间超过任务处理时间 １０％的数据进行清理，有两位被试（一位职业译者、一位高

水平学习者）的数据没有达到要求，为了平衡三组被试人数，去掉了一位翻译初学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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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有 １８ 位被试的数据用于结果分析。
本研究选取三篇不同文本类型的汉语材料作为源文本，要求被试翻译成英文。 其

中，一份操作说明书作为信息型文本，一首短诗作为表情型文本，一则广告作为感染型

文本。 在赖斯的文本类型与文本种类的三角图表中［１６］，诗歌和广告分别处于表情型文

本和感染型文本的最顶端，即最能代表相应文本类型的特征。 操作说明书虽然不是最

典型的信息型文本，但较之更典型的参考资料、报告等要么太过于离散，要么篇幅太长，
不适合做有声思维研究材料。 利用 ＮＡＳＡ 任务负荷指数量表（ＮＡＳＡ⁃ＴＬＸ）对三个文本

的难度进行测量［１７］，任务前和任务后的测量均表明三组被试一致认为三篇文本的难度

值在 ５～７ 之间，即为中等或中等偏上难度。 这一难度符合 Ｌöｒｓｃｈｅｒ 所言，“实验文本需

具有一定数量的翻译问题，才能使译者使用足够的翻译策略” ［４］９４。 汉英翻译使母语为

汉语的被试在有声思维实验中更容易作口头报告，译文修改更频繁，这样研究者会收集

到更多数据［１８］。
（二） 研究工具与实验过程

研究者预先在实验电脑上安装两个软件：ＴｒａｎｓｌｏｇⅡ和屏幕录像专家。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Ⅱ可

以记录译本产出时译者在电脑键盘上的操作过程，用来比较译者停顿的频率。 屏幕录

像专家可以录制译者在电脑屏幕上的所有操作行为，是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Ⅱ软件记录的有效补

充，用来观测译者敲击键盘之外的行为过程，例如译者如何查阅电子辞典、网站或使用

其他网络工具，并且同步录制译者的有声思维。
正式实验之前，所有被试需参加实验前培训，以便熟悉实验环境，掌握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Ⅱ和

屏幕录像专家的操作及明确有声思维法的要求。 被试完成培训材料的翻译后，用屏幕

录像专家重播翻译过程，研究者与被试讨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办法。 培训材料的翻译

质量由研究者和另外两名编码者一一评分，作为评判被试翻译水平的依据之一。
实验在主试的办公室进行，被试可以选择使用自己或研究者的电脑以及常用的翻

译软件、词典和电子资源等。 整个实验包括三个环节：翻译三篇文本，接受访谈，填写问

卷。 翻译无时间限制，被试可查阅词典或其他参考资料，如果需要，被试可在翻译两个

文本的间隙休息。 实验结束后，主试随即对被试进行采访，以了解被试遇到的翻译问题

和应对策略等。 访谈结束后，被试填写问卷，问卷主要包括被试的背景信息、被试对翻

译文本的评价及有声思维数据质量的评价。
（三）数据转录与标注

重播屏幕录像专家录制的数据，数据转录的同时观察被试的口头汇报和在电脑屏

幕上的操作行为。 数据转录完成后，邀请一位不参加本实验的高级译者和一位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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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翻译课程教学的教授对翻译策略进行标注。 因为工作量较大，其中一位标注者标

注所有被试对文本一和文本三的翻译策略，另外一位标注者标注所有被试对文本二的

翻译策略，研究者本人则对所有文本进行标注。 对策略标注不一致的地方，三位标注者

进一步协商，直至随机抽取一个文本，两位标注者的策略标注均可达到 ８０％以上的一致

性。 本文借鉴了相关研究［４，１９－２０］的分类标准，并根据被试的实际翻译情况增加了几种策

略元素，共标注翻译策略元素 ３０ 种（见表 １）。

表 １　 本研究翻译策略元素释解

序号 策略元素 举例

Ｓ１ 发现翻译问题 “新”这个词要怎么表达？

Ｓ２ 陈述翻译问题
“安西” 是个地名吧？ 为什么没有解释？ “使 －安 －西” 没
听过。

Ｓ３ 直觉方案 “新”这个词要怎么表达，ｂｒｉｇｈｔｅｒ？

Ｓ４ 临时方案 直接翻译成 ｐｌｅａｓｅ 劝君 ｈａｖｅ 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ｄｒｉｎｋ？

Ｓ５ 考量直觉 ／临时方案 ｃｕｐ 肯定不行吧，好那个小家子气的感觉。

Ｓ６ 怀疑方案可接受性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Ｘｉａ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这样在诗里是不是不
太好，又不是一篇文章。

Ｓ７ 接受直觉 ／临时方案
Ｙｅｓ．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ｅｗ．” Ｏｋ． Ｉｔ ｊｕｓｔ ｐａｓｓｅｄ ｍｙ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Ｉ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ｔ．

Ｓ８ 消极解决方案 安西要不要解释一下，算了。

Ｓ９ 考量字词搭配 只用一个 ｃａｒｅ 就可以吗？ 不用加介词吗？

Ｓ１０ 考量同义词
使湿润，ｍｏｉｓｔ，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用哪个词好呢， ｗｅｔ 肯定不太好，
ｈｕｍｉｄｉｆｙ 使湿润可以。

Ｓ１１ 尝试句法重构
工作状态下，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变成一个祈
使句吗？

Ｓ１２ 重述原文片段
电源开关往左移动两秒，电源开关 ／往左移动，保持两秒即可
开机。

Ｓ１３ 评价 ／分析原文片段
“朝雨”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浥”是湿润的意思，这里用的
很有分寸。

Ｓ１４ 参照译文期望结构
电源开关往左移动保持两秒，ｓａ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嗳，跟上一句一样。
这样句式会不会太单调？

Ｓ１５ 检测译语准确性 这样是不是能表现出它“保持两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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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序号 策略元素 举例

Ｓ１６ 考虑第二、三种译文 Ｙｕａｎ Ｅｒ， ｐｌｅａｓｅ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ｄｒｉｎｋ， 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ｒｉｎｋ？

Ｓ１７ 参考上下文语境 还是简化一下，像上一步做的那样。

Ｓ１８ 参考超语言语境
觉得有种什么感情就要呼之欲出了，加个感叹词才能表现
出来。

Ｓ１９ 评估译文质量 但是没有翻译出来出使 ｔｏ Ａｎ Ｘｉ。

Ｓ２０ 使用记忆帮助
老师讲过要直接从古文翻译成英语，不要看现代文的翻译，那
样就少了很多美感。

Ｓ２１ 参考文本类型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Ｘｉａｎ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这样在诗里是不是不
太好，又不是一篇文章。

Ｓ２２ 停顿（５ 秒以上）

Ｓ２３ 修改译文 这个 Ｃａｕｓｅ 要大写；不用加 ｔｈｅ 了。

Ｓ２４ 查询电子词典 ｐｏｗｅｒ 电源，好吧，要查一下。

Ｓ２５ 考量词典 ／网络方案 难道没有 ｄｒｉｚｚｌｅ 这个词吗？ ｌｉｇｈｔ ｒａｉｎ，ｄｒｉｚｚｌｅ 毛毛雨。

Ｓ２６ 采用词典 ／网络方案 是的，我就想要这个词。

Ｓ２７ 查询网络 查一下安西，应该是个地名，哦，是，河西走廊。

Ｓ２８ 拒绝词典 ／网络方案 【有道】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ｓｌｅｅｐ． Ｙｏｕ ｃａｎｔ ｌｅｔ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ｆａｌｌ ａｓｌｅｅｐ．

Ｓ２９ 自我评价
诗词翻译一直觉得很恐怖。 送元二使……要翻译出来它的音
律美……层次级别还不够，翻译不出来那个音律方面的东西。

Ｓ３０ 考量字词匹配
这 ｓｗｉｔｃｈ 是要摁的。 对，像这种不是触屏电脑上的，可以用
ｓｗｉｔｃｈ 吗？ 是滑动的呀。

二、研究发现与理论探讨

（一）总体策略结构模式

既然翻译策略始于显性或隐性地发现问题而止于对问题积极或消极的解决，那么

在这两端之间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策略串，即译者在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中会使用一系

列的策略元素。 通过比较三组译者的策略串，发现被试解决问题的方式大致可归纳为

三种：分析模式，比如重述原文片断、分析评价原文片断；直觉模式，比如直觉 ／临时方

案；工具模式，比如查询词典 ／网络。 接下来，译者可能会停顿思考、考量临时 ／直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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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参考同义词、参考原文结构、考虑第二、三种译文、接受临时 ／直觉方案。 问题得到解

决或临时解决以后，再评估译文、检测译文质量等。 如图 １ 所示，被试或依次或迂回或跳

跃运用某策略串。

图 １　 翻译策略结构模式

图 １ 进一步细化了 Ｌöｒｓｃｈｅｒ 对策略分类的基本结构［４］，使得译者的决策过程更为明

晰。 与 Ｌöｒｓｃｈｅｒ 对比专业译员与非专业译员的翻译策略的研究发现相同，两者在分布与

频率上存在差异，但在质上没有差异，即两类译员的心理过程相似［８］。
从翻译过程的策略结构模式可见，翻译过程即是问题解决过程。 认知心理学将问

题解决看作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并借用问题空间理论［２１］来说明问题解决过程。 他们

认为解决问题包括四个步骤：问题解决者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对问题进行表征；选择解

决问题的策略，使问题空间的初始状态发生变化；执行策略，逐渐达到目标状态；评估问

题解决状态，即监控策略［２２］２８８－２８９。 三组译者的翻译过程均涉及这四个步骤，并且在选

择、执行和监控阶段有相同策略的使用。 但策略种类、策略频率与策略元素的使用则受

到译者水平的影响。
（二）策略种类与策略频率

三组被试总计使用了 ３０ 种翻译策略，个体使用策略种类最少的为 １７。 单个策略使

用频率从 ３４４ 次到 ６６５ 次不等。 初学者组共计使用策略种类 ２８ 种，累计频率 ２ ５０５ 次；
高级学习者组共计使用策略种类 ３０ 种，累计频率 ３ １９７ 次；职业译者组共计使用策略种

类 ３０ 种，累计频率 ２ ３１２ 次。
无论从策略种类还是策略频率的使用上来说，三组被试均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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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２、图 ３）。 从策略种类看，高级学习者在三个类型文本里所使用的策略种类都是

最多的，其次为职业译者，初学者使用的策略种类最少。 从策略频率看，高级学习者在

三个类型文本里使用策略的频率最高，初学者与职业译者在策略频率的使用上因文本

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初学者使用策略的频率略高于职业译者。

文本 １ 为诗歌，文本 ２ 为操作说明书，文本 ３ 为广告

图 ２　 三组译者在文本中使用的策略种类

文本 １ 为诗歌，文本 ２ 为操作说明书，文本 ３ 为广告

图 ３　 三组译者在文本中使用的策略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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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检验显示，在策略种类的使用上，不同水平译者存在显著差异（Ｆ ＝ ９． ６１３，

ｐ＝ ０ ００２＜０．０５），但在策略频率的使用上没有显著差异。 事后多样性比较（ Ｐｏｓｔ⁃Ｈｏｃ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显示，在策略种类的使用上，初学者与高级学习者（ｐ ＝ ０．００３）和职

业译者（ｐ＝ ０．００１）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但高级学习者和职业译者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

差异（ｐ＝ ０．６７０）（见表 ２）。 在策略频率的使用上，初学者与高级学习者（ｐ ＝ ０．０７７）和职

业译者（ｐ＝ ０．６０４）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但高级学习者和职业译者两组之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ｐ＝ ０．０２８）（见表 ３）。

表 ２　 三组译者在三文本汇总策略种类使用上的事后多样性比较结果

组别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Ｓｉｇ．

初学者－高级学习者
初学者－职业译者

高级学习者－职业译者

－６．８３３
－７．６６７
－０．８３３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０

表 ３　 三组译者在三文本汇总策略频率使用上的事后多样性比较结果

组别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Ｓｉｇ．

初学者－高级学习者
初学者－职业译者

高级学习者－职业译者

－１１５．３３３
－３２．１６７
－１４７．５００

６０．６４２
６０．６４２
６０．６４２

０．０７７
０．６０４
０．０２８

相较于初学者，高级学习者系统学习了翻译课程，对翻译理论、翻译原则、目标语的

特征等有更多的了解，在翻译过程中会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尽可能达到译语理想的标

准，但鉴于实践不足，出现了较多的认知操作。 “翻译问题”模型［６］ 与“监控模型” ［２３］ 均

认为使用翻译策略的是在翻译中遇到问题，尤其是在译语表达环节遇到问题的标志。

已有实证研究验证了这种假设［２４］。 由此可见，高级学习者使用的策略种类最多和频率

最高反映了其遇到的翻译问题最多，这一方面说明高级学习者有目的、主动的认知活动

强于初学者，另一方面说明其解决问题的效率低于职业译者。

初学者的翻译知识及翻译技能缺乏，对所遇翻译问题的应对策略相对较少，但反复

依赖某几种策略类型（比如查询词典、接受词典策略等），所以在策略种类的使用上，初

学者与高级学习者和职业译者有显著性差异，但在策略频率的使用上却没有显著性差

异。 职业译者和高级学习者使用的策略种类基本相当，但在策略频率的使用上有显著

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职业译者对问题情景有较强的敏感性和适应性，较多依赖其翻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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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或知识储备，认知加工有自动化的特征，所以更善于应用问题解决策略［２２］。 这一发现

与之前研究者提出的极小极大原则相吻合，即翻译工作是注重实效的，译者在策略选择

过程中应当努力用最小的认知获得最大的效果［２０，２５］。
（三） 策略元素

比较三组译者使用的策略元素，可以发现有 ３ 种策略元素的使用呈现下降趋势（见
表 ４），方差检验显示这三种策略在三组不同水平译者间均存在显著差异（Ｓ１，ｐ ＝ ０．００１；
Ｓ２４，ｐ＝ ０．０００；Ｓ２６，ｐ＝ ０．０００）。 斯皮尔曼 ρ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翻译水平与这三种策略

的使用频率存在显著的中度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相关系数依次为 ｐ ＝ －０．３９５（Ｓ１）；
ｐ＝－０ ５９０（Ｓ２４）；ｐ＝－０．４８８（Ｓ２６）。

表 ４　 使用频率呈现下降趋势的 ３ 种策略元素

（策略元素）序号 初学者 高级学习者 职业译者

Ｓ１ ２８６ ２７９ １２８

Ｓ２４ ３２９ ２７９ １０８

Ｓ２６ ２７０ １８１ ８９

这一结果表明翻译水平越低的译者，发现的翻译问题越多（Ｓ１），但在问题的解决方

式上多依赖于查询词典（Ｓ２４）和采纳词典方案（Ｓ２６）。 这与之前的研究发现具有一致

性：学生译者在翻译时以词汇为中心，多注意是否有词汇或语法错误［７］，且依赖外部工

具，通常逐词、逐句翻译；而专家译者更关注文本本身，倾向于从语义、语用和文本层面

提取信息［２５］。
与此相反，１４ 种策略元素的使用呈现上升趋势（见表 ５）， 方差检验显示除了参考超

语言语境（Ｓ１８），其他 １３ 种策略元素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６）。 斯皮尔曼 ρ 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翻译水平与这 １４ 种策略的使用频率存在显著的中、高度正相关关系

（ｐ＜０ ０５）（见表 ７）。

表 ５　 使用频率呈现上升趋势的 １４ 种策略元素

（策略元素）序号 初学者 高级学习者 职业译者

Ｓ５ ６ ４１ ４９

Ｓ９ １ ２４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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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５

（策略元素）序号 初学者 高级学习者 职业译者

Ｓ１０ ２１ ３３ ７３

Ｓ１１ １９ ２３ ５９

Ｓ１４ ２１ ３１ ６２

Ｓ１５ ３６ ６２ ８２

Ｓ１６ ３ ２８ ２８

Ｓ１７ １８ ２３ ３９

Ｓ１８ １２ ２７ ３１

Ｓ１９ ９ ３１ ４１

Ｓ２０ ０ １０ ２７

Ｓ２１ １１ １７ ２３

Ｓ２７ ２４ ７２ １１９

Ｓ３０ １ １９ ４３

表 ６　 １４ 种呈上升趋势的策略使用频率与译者水平之间的方差检验结果

（策略元素）序号 Ｆ⁃ｃｒｉｔ Ｓｉｇ． Ｎ

Ｓ５ １１．６４８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９ １４．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０ １４．４５１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１ ８．４８０ ０．００１ ５４

Ｓ１４ １４．２９９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５ ５．７３４ ０．００６ ５４

Ｓ１６ ９．３１２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７ ３．２７５ ０．０４６ ５４

Ｓ１８ ３．１５５ ０．０５１ ５４

Ｓ１９ ８．２７９ ０．００１ ５４

Ｓ２０ １２．２９４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２１ ４．８９６ ０．０１１ ５４

Ｓ２７ １５．７３５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３０ １９．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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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１４ 种呈上升趋势的策略使用频率与译者水平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检验结果

（策略元素）序号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Ｎ

Ｓ５ ０．６４３∗∗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９ ０．７６５∗∗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０ ０．５３６∗∗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１ ０．４９７∗∗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４ ０．５３０*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５ ０．４５２* ０．００１ ５４

Ｓ１６ ０．４７０∗∗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１７ ０．４４７∗∗ ０．００１ ５４

Ｓ１８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２ ５４

Ｓ１９ ０．５４０∗∗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２０ ０．６５８∗∗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２１ ０．４２１∗∗ ０．００２ ５４

Ｓ２７ ０．６６６∗∗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３０ ０．７８３* ０．０００ ５４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 ０．０１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 ０．０５ 时，相关性
是显著的

随着翻译水平的提高，译者对词典的依赖减少，高水平译者更愿意采纳查询网络

（Ｓ２７）等策略，且更注重对所选策略的分析，既有对文本翻译微观的分析，如考量直觉 ／
临时方案（Ｓ５）、考量字词搭配（Ｓ９）、考量同义词（Ｓ１０）、尝试句法重构（Ｓ１１）、考量字词

匹配（Ｓ３０），也有对文本外因素的宏观分析，如参照译文期望结构（Ｓ１４）、检测译语准确

性（Ｓ１５）、参考上下文语境（Ｓ１７）、参考超语言语境（Ｓ１８）、评估译文质量（Ｓ１９）、参考文

本类型（Ｓ２１）等。 之前的研究也有相似发现，高级学习者和职业译者较多采用整体策略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而初学者却没有［７，２３，２６］，因为“某些类型的问题处理会逐渐自动化，工
作记忆里所释放的这些空间将用于做另外一些类型的问题处理，比如职业译者比初学

者更多采用高水平的文本产出策略” ［２７］１０５。
除上述两种类型，还有 １３ 种策略的使用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见表 ８），方差检验显

示除了重述原文片段（Ｓ１２），其他 １２ 种策略元素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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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使用频率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的 １３ 种策略元素

（策略元素）序号 初学者 高级学习者 职业译者

Ｓ２ １１１ ２０８ ７６

Ｓ３ １２５ １９５ ７５

Ｓ４ ９ ２５ １２

Ｓ６ ５ ２３ ７

Ｓ７ ８０ １２６ ４８

Ｓ８ ０ ８ １

Ｓ１２ ９７ １３６ １１８

Ｓ１３ １２３ １８２ １２６

Ｓ２２ ７７９ ８０３ ６０７

Ｓ２３ ３３ ９０ ７６

Ｓ２５ ７４ １７２ ６５

Ｓ２８ １ ３２ ２９

Ｓ２９ １ １７ １１

表 ９　 １３ 种呈先升后降趋势的策略使用频率与译者水平之间的方差检验结果

（策略元素）序号 Ｆ⁃ｃｒｉｔ Ｓｉｇ． Ｎ

Ｓ２ ６．８７２ ０．００２ ５４

Ｓ３ ７．８２３ ０．００１ ５４

Ｓ４ ５．２８５ ０．００８ ５４

Ｓ６ ４．７９６ ０．０１２ ５４

Ｓ７ ４．９２５ ０．０１１ ５４

Ｓ８ ５．７３４ ０．００６ ５４

Ｓ１２ ２．２６２ ０．１１４ ５４

Ｓ１３ ５．１９５ ０．００９ ５４

Ｓ２２ ４．５１４ ０．０１６ ５４

Ｓ２３ ４．７９６ ０．０１２ ５４

Ｓ２５ １２．９８８ ０．０００ ５４

Ｓ２８ ８．５９８ ０．００１ ５４

Ｓ２９ ５．１１８ ０．００９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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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表 ８ 推断，高级学习者在发现翻译问题之后，不能果断、有效地找到解决方案，他
们会陈述翻译问题（Ｓ２），产生直觉方案（Ｓ３）或临时方案（Ｓ４），但是对该方案的可接受

性又不确定（Ｓ８），便重述原文片段（Ｓ１２）、评价分析原文片段（Ｓ１３）、停顿（Ｓ２２），继而接

受直觉方案或临时方案（Ｓ７）。 因为不自信，所以会反复进行自我评价（Ｓ２９）、修改译文

（Ｓ２３）。 对词典方案他们不盲目接受，而是考量词典 ／网络方案（Ｓ２５）、拒绝词典 ／网络方

案（Ｓ２８），甚至采用消极解决方案（Ｓ８）。 这说明高级学习者既不像初学者那样直接依赖

于词典，过于简化问题，也不像职业译者那样能有效地分析并解决问题。 从认知心理学

的视角看问题解决过程，“专家会采用简单有效的方式向前推进，有时候无意之中便达

到了目的，而非专家人员可能会不断纠结于问题，尝试多种方案，反而使问题复杂

化” ［２８］４６５。 此外，专家的知识结构体系已经建立起关联，形成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网络与

程序，能够对新的信息进行辨识、推理与评价，因此能迅速、高效地解决问题［２２］。 写作领

域的认知过程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２９－３０］。

三、结语

本文从认知心理学视角，以问题解决路径为框架，通过对问题决策者的有声思维、
键盘记录和访谈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揭示了不同水平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认知

思维过程与策略选择行为的异同。 研究发现，不同水平译者解决翻译问题的模式具有

共性，但高水平译者在策略元素的使用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

中，对问题的宏观把控和微观决断均明显受到翻译水平的影响。 这一结论对翻译教学

有现实指导意义，翻译学教师可针对特定的翻译问题不断完善初学者的知识结构，从而

习得高水平译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心理路径。
本文仅考察了译者水平对策略使用的影响，问题解决策略是影响问题解决效率和

质量的重要因素，将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策略选择与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之间的相关

性。 鉴于有声思维法取样限制，本文所得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对文本类型这一调节变

量的影响研究也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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